大陸文化研究中的“法蘭克福學派現象”
發佈時間：2003-8-3　文章來源：文化研究 文章作者：李政亮 
　　《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一書於2000年在美國出版以來，始料所未及地在英國與法國引起好評。該書作者Naomi Klein分析了在全球化時代裏，巨型跨國公司創造了品牌以及認同。然而，這個市場操作背後卻使得消費者置身于一個看似多元的品牌空間，事實上，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消費者是無選擇性的。不僅如此，"品牌帝國主義"背後更包含了基於政經不平等的剝削關係。面對這樣的情形，作者提出了「新實踐主義」（new activism）作對抗品牌的方式。
　　文化研究一向具有"在地性"（local）觀點的特質，也就是不同社會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發展以及歷史情境之下，每個社會有其異質性。也因此，面對政治、社會、文化現象的解讀，必須從本土的脈絡出發，在本土的反省當中，找尋出與之對抗的理論資源與實踐可能。隨著大陸經濟的持續發展，《No Logo》書中所述跨國公司的種種運作模式事實上早已出現在大陸社會。如何具有思考性地面對這個發展當中的消費社會及其衍生現象？已成為大陸文化研究學者所熱烈討論的議題。在大陸文化研究者所思考的議題當中，文化工業體制所塑造的階級修辭論述（包括"中產階級"、"成功人士"等）是其關注的焦點之一，也是文化研究者大力批判的物件。
　　與大陸本土文化研究相隨出現的，是對西方文化研究著作的大量翻譯。不過，儘管批判的理論資源日益多元化，但大陸文化研究者似乎對法蘭克福學派情有獨鍾，法蘭克福學派在大陸文化研究當中似乎仍扮演了一種主流的角色。在本文當中，筆者擬先從趙斌於2001年發表於《視界》第三輯的〈社會分析與符號解讀─如何看待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流行文化〉一文[1]進行討論，筆者先從歷史的脈絡回顧法蘭克福學派與大陸文化研究者之間的互動，然後分析趙文"重回法蘭克福學派"此一呼籲背後的歷史情境。其次，筆者將再從趙文的文本進行延伸，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文化研究愛什麼樣的方法之下才能進行有效批判。
　　重回法蘭克福學派？
　　趙斌於2001年發表於《視界》第三輯的〈社會分析與符號解讀─如何看待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流行文化〉一文中（以下稱趙文），分析兩種對流行文化解讀的理論與思潮，一個是法蘭克福學派，另一個則是以符號學為基礎的解讀方式。在趙斌的文章當中（以下稱趙文），似乎認為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方式事實上也代表了社會學的轉向，法蘭克福學派所代表的是嚴肅的、直指政經結構並進行批判的，相形之下，以符號學為基礎的解讀，是一種現今受到學界流行、但卻是庸俗化了的解讀方式（趙文以約翰費斯克的《認識流行文化》一書為代表），不僅如此，這也是社會學的轉向，趙文並以英國的季登斯與法國的布迪厄為代表。在這個社會學轉向當中，符號取代了結構，輕鬆討好的符號分析取代了嚴肅沉重的社會學，而這個轉向也產生了對社會現象的嚴重誤讀。
　　趙文認為，儘管法蘭克福學派曾受到相當的批判，但是法蘭克福學派卻也回答了一部分文化研究中所面對的問題，不過，重點似乎不是它回答了一部分問題，而是，只有它能夠毫無退縮地直指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生產背後的政經問題。趙文最後指出，70年代文化研究與媒體政治經濟學已有初步的分歧，到了80年代經過一場論戰之後，雙方已成為一種公開的理論對峙（按趙文的文義，其所指的應是因為文化研究已經離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愈來愈遠），在趙文的看法當中，在充分認識和區分所有權、控制權和操作權的基礎上，媒體社會學才能對受眾文化消費進行批判研究，因為如此一來，才能避免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然而，趙文也發出資本主義時代政治的保守也出現在學術市場的感慨，趙文似乎做出了一種悲觀的預期？
　　總結趙文的企圖，其重點顯然是文化研究不能脫離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但政治經濟學的文化研究卻並非法蘭克福學派不可，此問題筆者將在下一部分討論）。筆者想追問的是，是什麼樣的歷史情境之下，使得趙文發出這樣的呼聲？法蘭克福學派自1980年代引進大陸之後，其理論源起背後的歷史情境乃至理論內涵便一直為大陸知識份子所援用，而趙文此一呼籲又與之前知識份子／法蘭克福學派又什麼不同的關係？
　　法蘭克福學派現象
　　80年代大陸的文化生態如論者所述，『…8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在批判極「左」路線、清算文化專制主義的共同政治立場與文化訴求下，成為一個相當趨同的社會群體。[2]』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所引進的大量西方思潮當中，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源起背後的歷史情境，與當時大陸知識份子的集體心理有其接合之處。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歷經納粹迫害游離美國，而其批判理論之建構亦隨處提防法西斯之時空背景，為80年代對威權體制質疑、渴望多元自由的大陸知識份子的集體心理產生聯繫。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大陸的文化生態，如同戴錦華所述，『80年代或曰中國新時期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以文化英雄取代或約對抗革命英雄主義。[3]』此時的文化英雄，是指知識份子精英。
　　經過89年的「斷裂」（戴錦華語），90年代文化的不同之處，顯現為一組新的關鍵字的進入：官方／民間，文化（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自由派（自由主義）／新左派[4]。然而，放在大陸文化研究發展脈絡下來看，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市場化路線的確立，在現實上對知識份子的最大衝擊，莫過於與市場化路線相伴隨的文化工業體制的形成，在商業化的運作之下，各式各樣的傳媒，如雨後春筍一般地大量出現，而這彷佛說明大眾文化在大陸儼然成形，如果說90年代是大眾文化的年代亦不為過。在此過程當中，對知識份子而言，最明顯的變化，莫過於知識份子的發言權的逐步喪失。在以消費主義為導向的傳媒裏，什麼是流行？什麼是時尚？制媒者扮演了「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角色，除非知識份子「下海」，否則其聲音將被消費主義的浪潮所掩蓋（當然，知識份子的發言也必須配合消費主義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份子面對文化生態變化所採取的態度是什麼？文化商業化、庸俗化顯然是許多知識份子對文化生態的反應，大眾文化也被視為一個負面的語彙[5]，而此時，法蘭克福學派再次成為知識份子援以批判大眾文化的理論資源。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再次受到大陸知識份子的重視，主要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內涵與知識份子發言權逐漸喪失產生連結。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內涵當中，含有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以資本主義運作為基礎的文化工業，『支配著非自然、異化的、假的文化而不是真實的東西，高級文化和低級文化之間原有的區別在大眾文化風格化的野蠻主義中全部消除。[6]』這樣的理論內涵，使得失去發言權的知識份子以舊日精英的身分援以批判，例如論者楊揚便指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文化批判和文化監督職能，只能由知識份子代表的精英文化通過文化批評話語來行使。[7]』
　　從文化研究此一領域的發展來看，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的「大眾」所指的是mass。直至文化研究的發源地英國伯明罕學派出現之後，「大眾文化」的「大眾」所指改為「popular」（中文亦有將之譯為「流行文化」者，例如趙文）。從mass到popular除了說明西方文化研究的發展脈絡之外，事實上，大陸文化研究領域也正歷經著這樣的過程。
　　但是，即使大陸文化研究領域逐步確立，西方文化研究相關著作也大量被翻譯為中文之後，法蘭克福學派依舊是批判的最重要武器，在大陸文化研究領域當中，文化工業體制所塑造的階級修辭論述（包括「中產階級」、「成功人士」等）是其關注的焦點之一。面對媒體所塑造的「中產階級」或是「成功人士神話」等，文化研究者仍多從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進行批判[8]。事實上，這類作品依舊延續mass時代對文化研究的看法與心態。
　　在此部份的最後，筆者擬從理論／現實的脈絡嘗試分析趙文「重回法蘭克福學派」的呼籲。綜觀趙文全旨，雖然趙文花了相當篇幅比較了法蘭克福學派與符號學解讀方式的種種不同，並且認為只有法蘭克福學派才能直指政治經濟結構。但是，事實上，趙文的企圖，應是喚回以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文化研究。因為趙文最後所提的，『費斯克這類文化研究在刻意強調平民的文化的抵抗的積極意義時，恰恰忽略了西方晚近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經濟上的極端不平等的事實。』、『在充分認識和區別所有權、控制權和操作權的基礎上，媒體社會學才能對受眾文化消費進行批判性的研究。』趙文所欲處理的前述問題，其實已超越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範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將趙文期盼文化研究領域能夠面對並處理的前述兩個議題，扣合現實脈絡來看，趙文似乎暗示性地架構了這一波文化研究的「議程範圍」（agenda area）─全球既有的政治經濟不平等，在全球化的步伐之下，資本與文化工業兩者的更加結合，將形成新的文化宰製關係。而與之相關聯的問題則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本土文化工業如何面對全球化的趨勢？在政策上，是對好萊塢電影依舊保持限額的政策？還是其他？在制度上，是讓媒體全面市場化？或者是仿效英國、德國乃至日本的公共電臺，藉以保障本土文化的發言空間？此外，伴隨全球化腳步的，更包括血汗工廠的出現等嚴重剝削的現象等。
　　事實上，全球化雖有其自我運作的邏輯。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全球化／本土之間的互動來思考全球化的衝擊，因為每個不同社會的政經結構有所不同，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也就有所不同。
　　建立在地化脈絡之下的文化研究
　　也因此，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在地」的反省與思考是必要的。如同趙文所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追問：在全球化進程之下以及大陸的現實狀況之下，大陸的文化研究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在此，筆者並沒有能力就複雜的大陸現實提出一個該當何分析的架構，不過，筆者擬借用臺灣社會學者張茂桂反思臺灣社會學發展時所提出「脈絡化」的點作為思考的起點：『所謂脈絡化、特定時空意義，就是我們常提到的，關於結構的、歷史的「脈絡性」議題（issues），以及它們與個人的生命歷程、個人的困擾(troubles)的交織問題，這裏我們不能比Mills的社會學想像說得更清楚。在知識的生產與學習上，我覺得社會學者一方面必須有意識地去發掘知識形成的迭床縱時性的系譜（genealogy），而不是對(西方？)社會學做零碎地、「去脈絡化」地假借、引用、跟隨，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地」對「西方」的教條主義批判。（這裏說的標的固然是社會學，但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文化研究何嘗不一樣？）[9]
　　從大陸80年代改革開放至92年「市場化」路線的確立，大陸社會內部市場化路線的確立加上全球化的進程，大陸社會內部的變化急劇。而對學術界來說，80年代的開放，隔閡許久的西方思潮大量湧進，各種陳舊與新穎的理論，都出現在此一時空點中，理論與現實之間物雜的對應關係，如同論者所述，『…幾乎每一種對中國的整體判斷：說它依舊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說它差不多已經資本主義化了，說它完全是消費社會，甚至說它是'後現代'社會…都能搜集到許多例證，而那些與它針鋒相對的判斷，手裏同樣握著一大把例證。[10]』
　　在理論與現實之間複雜的對應關係裏，脈絡化的反省與思考似乎才是建立本土知識體系的可能方式之一。放在大陸文化研究的脈絡下來思考，我們固然可以從筆者前述的脈絡之下來理解法蘭克福學派與知識份子之間特殊的情感上的連結，或者說，法蘭克福學派對大陸知識份子來說，因為特殊的歷史情境而對之有一種情感上的親近性。但是，這種情感上的親近性如果無法轉化為本土的知識體系或者成為有效批判或社會實踐的資源，那麼，這樣的情感永遠只是情感，甚至只會成為屬於知識份子的自我呢喃。
　　文化研究此一領域的源頭--英國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形成的歷史背景，顯然值得作為借鏡。面對戰後英國受到美國流行文化的大舉入侵、傳統工人階級的認同轉向……等現象。新左派如何在此變動的情境之下架構不同的解讀與批判方式？這個過程似乎是值得思考的。也唯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才能建立面對現實真實批判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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